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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高度重视保护农民利益 
 

 渠涛  
 

  《物权法》分 5编 19章，247条。只有两章（第 6章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 12章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与农民基本没有直接关系，他各章均不同程度地同农民利益相关，其中，

有两章（第 11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13章占基地使用权）的内容专门以农村中的物权为对象。
据粗略统计，在 247 个条文中，专门针对农民利益设置的条文有 21 条，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
条文有 22条。在整部物权法中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条文占全部条文数的 17%强。可以说，《物
权法》在整体制度设计上对农民特有的物权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考虑。 
  一、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均得到了重视 
  首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方面，规定了耕地、草地、林地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第 126 条第 2 款）。这一规定是从农民现实利益出发，赋
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它的法理依据是基于所有权设立的用益物权，因此这一规

定也在法理上真正体现了农民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利内涵。其次，上述第 42 条的规定，从
表面上看，似乎与现行的相关法律之间没有更大的差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该条中“足额支付”、

“安排社会保障”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的内容，为现行法增加了相当厚重的分量。它切

中时弊，为农民的长远利益做出了周密的筹划。现行集体所有权中最重要的土地集体所有具有强

烈的社会保障意义，因此，农民在自己享有的集体所有土地被征用后，应得的补偿只有包括了对

其日后的社会保障，才可谓是“足额”。 
  二、农民享有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内容得到进一步确认，并在制度上通过对侵害集体财产、特

别是侵害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行为进行规制，设置了可以使其权利得到有力保护的配套措施 
  其一，《物权法》在以往确认农村集体所有财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城镇集体所有财产

的归属及其权能（第 61条）。其二，宅基地的使用权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权利历史上第一次
在法律上，而且以用益物权的界定得到规定。其三，在所有权以外的相邻关系、地役权、土地承

包经营权等他物权方面对集体所有的财产权利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其四，将农民对集体财产所有

享有的各种权利作为物权予以规定，使其作为物权的所有人在法律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这就是

说，农民自身享有的物权利益在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据《物权法》第 38 条的规定，除对侵害自
己物权的人追究其民事责任外，还可以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其五，针对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情况，明确规定“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

撤销”（第 63条第 2款）；同时要求这些负责人履行自己职责必须公开、透明（第 62条）。其六，
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时应该得到补偿的范围（前述第 42条）。其七，通过
《物权法》共有的规定（第 97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8条第 3项、第 27条、第 48条的
配套适用，可以充分实现集体成员对自己享有的物权行使权利。 
  三、在民事基本法的层面上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给予确认，进一步巩固了农村

土地承包制度 
  我国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
经营制度。这种承包制虽然得到广泛推广，并成为农村经济体制中一项基本制度，但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却是以“红头文件”为主要形式的政策依据，而缺乏法律层面上的依据。2002年颁布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在法律制度的意义上承认了这一制度。这部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完

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部法律出台的背景是，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长期无法可依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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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已经到了不容继续下去的程度，而在立法技术上又没有承认物权概念的基本法依据；同时，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性质究竟是应该以民法中的债权界定还是以民法中的物权界定也存在争议。

因此该法在民事物权关系基本法缺失与长期存在的民事权利无实体法可依的两难境地中，做出了

权衡利弊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即在权利概念上采取模糊处理法。具体说就是，在立法中没有采用

物权的概念，而在制度的实际设计上则采用了用益物权的法律构成。因此，该法在法律制度建构

的技术层面上留有无法避免的缺憾。《物权法》不仅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提供了民事基本法上的坚实依据。 
  四、物权平等保护原则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财产予以有力保护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乃至法律对财产的保护一直采取的是分等级保护，其排列的顺序是：国

家、集体、个人，即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由此，长期以来，以国家利益为名，甚至滥

用国家利益的名义侵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对其纠正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于是，农民

的个人利益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了“理当应该”为之牺牲的对象。对此，《物权法》首先在总则

的一般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犯”（第 4条），即设立了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基于这一原则，今后对于财产权利
的保护，不再因享有物权的主体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其次，在这一原则性规定之下，又分别在

两个具体制度上做出了与原则规定相呼应的具体规定。一是在集体土地被征收的法律关系方面，

第 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第 63 条第 1 款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如果简单地看这一条会让人感到没有特别之处，不过是理应做出

的一般规定，但如果将该条与第 56条（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
哄抢、私分、截留、破坏）作为并列性的规定来看，应该说这是最能体现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具

体规定。 
  当然，也应该看到今后在实施《物权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一，在大农业的概念下，

农民的概念应该包括以农耕为主业的农业民、以捕捞和养殖为主业的渔业民、以畜牧为主业的牧

业民。由于此等“民”所从事的“业”之不同，其各自应享有的物权内容也各具特点。如何在《物

权法》的原则和规定之下，保证他们在权利的享有上实现实质性平等，仍然需要通过配套的民事

特别法予以解决。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制中的当事人双方，即农村集体组织与以户为单位的农家基本上都是发

包方。如此一来，在法律关系上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在所有权层面上，是集体成员个人对

集体财产享有权利，还是以农家为单位享有权利。其二，以户为单位承包到家的承包经营权在该

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是否属于共有；如果是共有，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这些关系在《物

权法》上如何解释直接涉及到农村中“出嫁女”和“入赘男”的财产利益。 


